
北京房山十字寺的研究及存疑

唐晓峰

目前，在中国境内存在的景教寺院遗迹较为罕见，房山的十字寺便为其中之一。但有关十字
寺在佛教与景教之间的身份转换问题，始终困扰着国内学界。本文除了介绍十字寺的概况及遗迹
外，还对学界多年来对于房山十字寺的研究进行了总结、评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现有史料提
出了有关十字寺之景教身份的三种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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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唐晓峰，1977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北京地区有迹可循的景教遗物或遗迹共有三处: 一是 1925 年在北京午门城楼上发现的元
代叙利亚文景教赞美诗抄本，此抄本一部分由北京大学接管。① 另外两处均位于房山，一处是明
代景教僧人留于房山云居寺石经山 ( 也称小西天) 曝经台的题字，内容为 “大明国景教庆寿寺
僧人超然经匠道□四名，游于□□，正统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游到□□□□小西天石经堂瞻礼”; ②
另一处便是房山区车厂村北猫耳山脚下的十字寺，十字寺的历史与佛教相关，但亦与中国历史上
唐元时期存在的聂斯托里派基督教 ( 即景教) 有着一定的关联，本文所要探讨的正是十字寺的
景教身份问题。

一、十字寺概况及遗迹

根据当前史料，“十字寺”这一寺名最早出现在遗址中的元碑上，碑额上书 “敕赐十字寺碑
记”，碑记正文中还提到了元末修缮该寺，并由元顺帝敕赐“十字寺”的过程，但此前该寺是否
被称为十字寺，我们不得而知，能确认的是根据该遗址内辽碑的记载，辽时该寺名崇圣院。“十
字寺”的名称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在明万历年间所修、并在清康熙年间以及民国十七年续修
的《房山县志》③ 中提到房山的寺院时，有 “十字寺”条目，但只是简单地说明它在车厂村西
北，并与其他佛教寺院加以罗列，未作详细说明。同时在 《房山县志》卷一 “山脉”一篇有
“三盆山，旧志县西十五里山顶广平数十亩下有流泉三湾状如仰盆故名，按今未详其地，疑在十
字寺左右”以及“十字寺沟: 长数里上自东岭”的记载，该寺在民国六年时，尚悬有 “古刹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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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禅林”的牌匾。① 目前这一牌匾残片由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收藏。
如今参观者所见的十字寺遗址，甚至没有了断壁残垣，只有隐约可见的大殿地基，及散落在

院落中的石材构建。日本学者佐伯好郎曾经在 1931 年勘察过此地，当时该地还存有主体建筑，
他在《支那基督教的研究》一书中对寺内建筑布局作过大致描述，按照原来的山门进入，首先
是塑有四大天王的天王殿，便门上方本来悬有 “古刹十字禅林”的匾额，但已经落在地上，进
便门后，右手边是厨房，与它相邻的是东西进深三间，南北面阔七间的房子，即所谓 “东楹僧
舍”，里面相对的是东西进深三间，南北面阔五间的房子，即 “西楹僧舍”。东西僧舍的中间，
即正面向大殿的平台前，用石板铺设了两肩宽的通道，通道通往 “大雄宝殿”，殿中塑有三尊佛
像，平台前左右通道两侧各植一颗直径超过 18 尺的银杏树，枝繁叶茂，右雌左雄，右侧银杏树
的右手矗立着元碑一通，左手银杏树左侧矗立着辽碑一通。② 如今，十字寺院子的围墙是北京市
基督教两会在 20 世纪 90 年代重新垒起的。这个围拢起来的院落大概有 2200 平方米，院中最显
眼的莫过于一棵见证十字寺历史的银杏树③及佐伯好郎博士提到的两通石碑④，西边为 《敕赐十
字寺碑记》，东边为《三盆山崇圣院碑记》。在院子的后墙附近，还矗立一方仿制的 “大秦景教
流行中国碑”。整个院落除了上述陈列外，还有零星散落在地上的各种不同年代，不同材质的建
筑材料、灰石，据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吴梦麟研究员考证院中所遗存的覆盆式柱础为明以后遗
物，⑤ 这些材料也可在重新垒砌的院墙中发现。

说十字寺曾经为景教寺院的主要证据来自两个方面，一为两方曾经存放于十字寺内的石刻，
1931 年 11 月由北京历史博物馆收藏陈列，后来因战乱运往南京，保存在南京博物院内，如今有
一方石刻的复制品陈列在北京的首都博物馆内，还有两方仿制石刻存于房山区云居寺内。⑥ 这两
块石刻尺寸，形制均相同 ( 高 68. 5 厘米，宽 58. 5 厘米，端面厚 22 厘米，侧面厚 14 厘米) ，只
是石刻上的内容略有区别，虽两端面都刻有十字架，但十字架周围的饰物不尽相同，其中一个十
字架的横臂两端有两个桃形的装饰物，而且此十字架中间交叉部位的宝相花瓣的四个尖端处分别
饰以圆点; 底座也有所不同，除同样的双层仰莲外，其中一个底座配以祥云，而另一底座则为束
腰及其下的单层覆莲; 配以祥云的十字架两侧各刻一行古体叙利亚文，分别译为 “仰望祂”、
“寄希望于祂”，其可视为景教教会公式化用语⑦; 这两方石刻上的十字架样式与泉州、内蒙等
地出土的景教石刻有很多相似处，基本可以断定其为景教之物; 而在两方石刻各自两个侧面的花
束装饰也略有区别，虽各为一圆腹短颈花瓶和一敞口花盆，但里面搭配的植物并不相同，有菊花
类、牡丹类花束⑧。石刻除一端面十字架及两侧面花卉雕刻之外，另一面为缺口。据哈丁 ( Har-
ding，H. I. ) 在《新中国评论 ( New China Review) 》中回忆，寺中的和尚告诉他，根据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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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块石头是 1357 年修复天王殿时在地下发现的。① 除了以上石刻可以证明房山十字寺曾经为
一景教寺院的说法外，如今残存于该寺内的 《敕赐十字寺碑记》所载内容及该碑形制也能从侧
面说明这座寺院曾经与基督教有所关联。

元碑是由“翰林院讲学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经筵黄溍撰”，由 “翰林学士资善大夫知制
诰同修国史兼太子谕德李好文书”，“集贤侍讲学中奉大夫兼国子监祭酒赵期颐篆额”的，碑首
处可见两垂龙，龙尾处合抱一宝珠，珠上刻火焰，其上明显处雕一十字架。碑额以双钩篆书题
《敕赐十字寺碑记》，碑高 307 厘米，宽 92 厘米，厚 20 厘米，碑文内容因多有转载，此处不
赘。② 碑记中记载了该寺重建，并“敕赐十字寺”的过程， “十字寺”在元代一般专指也里可
温③的寺院，在《元史》卷八十九 “百官志”中曾记载设立崇福司管理也里可温、十字寺等事
宜的细节。

崇福司，秩 ( 从) 二品，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至元二十
六年置。延祐二年，改为院，省并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悉以其事归之。七年，复
为司，……④

所以，虽然碑文中提到该寺重建后为一佛教寺院，但 “十字寺”的名字加之碑额上醒目的
“十字架”标志，不得不让人对其景教身份加以联想。碑文中亦提到神人遂隐后，“复见古幢十
字，重重发光”，可以想见当时的寺中存在一些十字架标记，而这极有可能是基督徒所信仰的十
字架，结合上面提到的两方景教石刻，初步可以断定该十字寺曾经为一景教寺院。

此外，在元碑东侧还有一辽碑，辽碑的碑文的标题为“大都崇圣院碑记”，而碑额标题却是
“三盆山崇圣院碑记”，该碑内容是由“朝奉郎守司农少卿范阳郡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绯鱼袋王
鸣凤撰，涿州学禀善生员卢进达书”的，碑文内容因篇幅所限不再转载。

二、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

对房山十字寺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其石刻、碑记的描述、介绍方面，还有部分著述关注了这些
遗迹背后所凸显的若干问题，其中包括寺内碑记内容的真伪问题; 该寺的佛教身份与景教身份之
间的转换问题; 作为景教寺的起始年代问题等，下面将分述之:

( 一) 碑记的真伪问题
英国学者阿·克·穆尔早在 1930 年便指出，辽碑中存在干支年份的错误，碑文中记载的日

期是“应历十年，丙子”，但最近的丙子年应该是公元 976 年，而且根本不在应历年间，两者相
差 16 年，辽碑中提到的另外两个年份，也同样误加了 16 年。⑤ 陈述在《全辽文》卷四“大都崇
圣院碑记”的按语中也曾经指出，辽碑中存在一些干支错乱的问题: “应历十年为庚申，非丙
子，当年立碑，撰者刊者何至误记甲子，殊不可解。辽时燕京虽亦称大都，但应历二年岁次壬
子，碑作戊辰岁，八年戊午，碑作甲戌，亦不合。”⑥ 陈述在此文按语中两次提到辽碑碑额镌有
“十”字，想必是和元碑碑额混淆的结果，查看辽碑碑额并无任何十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徐苹
芳研究员认为这些干支方面的错误，“从现存碑阳刻文与碑阴明代题名刻文来看，碑阳正文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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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所重勒，固干支错误和误称大都，皆可能是明人所致。”① 同时，他还指出，碑记中 “大功
德主锦衣卫指挥高荣太夫人左氏、男高儒夫人张氏”，显然是明朝的功德主。对此，吴梦麟还在
《北京地区基督教史迹研究》一书中提供了锦衣卫指挥高荣及其夫人左氏的墓志拓片，可作为佐
证。② 另外，徐先生还认为碑首的垂龙、宝珠和十字架雕刻均为原物，明朝人没有改雕。

针对以上几位先生的说法，国家图书馆汤更生在 《北京房山十字寺辽元碑质疑》一文中提
出这些干支上的错误，并非偶然，而是因为修订者将起始的甲子弄错，而后依照时间顺序依次而
错的，它们并非初撰者所误写，而是明人一时马虎引发的推算错误。在她看来辽代称 “燕京”
为“大都”这点，找不到十足的证据。而且她指出元碑中的错误更加不可理解，其中的可疑之
处有以下几点: 1. 此篇碑文的撰者并非黄溍。因为根据宋濂、杨维桢等人的撰作，至正十七年
( 1357) 黄溍已经去世。他根本不可能题记至正二十几年的事; 2. 另外黄溍的头衔的简称也有问
题，黄为“翰林侍讲学士”与“同知经筵事”，而元碑中的“翰林院讲学”和“经筵”并非元人
简化两官衔的习惯。在元代，“翰林侍讲学士”可简为“侍讲”或“学士”; 3. 碑记中两次提到的
淮王铁木儿不花、丞相庆童。其官职所任命的时间与碑记所显示的时间均不符合。而且《元史》中
唯一提到赵伯颜不花的地方，也出现了淮王铁木儿不花、丞相庆童，上述两人的官职恰为“淮王”、
“丞相”，而这一年是“至正二十八年”。在汤更生看来，辽碑与元碑的行文风格、叙事顺序均十
分类似，因此，她断定这两通石碑内容多数为对元史略知一二的明人所伪作。③

( 二) 佛教与景教在该寺的关系问题
根据两块碑上所载内容，似乎只能证明该寺为佛寺④，在 《房山县志》中亦把该寺与其他

佛教寺院并列，加之民国时期又有 “古刹十字禅林”牌匾以及缪荃孙在清光绪二十三年 ( 1897
年) 撰写的《艺风堂金石文字目》中将辽代碑记误作《三盆山崇圣禅院记》，均说明此地曾经作
为佛教场所的存在。但如前所述，此地出土的两方石刻、碑记中的 “只言片语”及元碑碑额上
的十字架亦若隐若现地表明其曾经的景教身份。那么在这所寺院的历史上，佛教与景教之间究竟
存在着怎样的互动关系呢?

穆尔认为“该寺保存的两件碑文表明，此寺建于 ‘晋唐’时代，并使我们有理由猜测，这
些十字架 ( 或者其中之一) 在公元 960 年以前可能就已经在那里了。……可是另一方面，北京
在 13 世纪已有基督教一事已被完全证明，不过就我所知，再早就没有十分确实的证据。这两个
碑文都没有明确提到基督教。皇帝把 ‘十字寺’这个称号赐给一个纯粹的佛寺，这可能引起了
混乱，因为‘十字寺’是基督教堂的专有名称，但是没有疑问，这个寺过去是佛教的，重建后
仍是佛教的，1365 年，‘其中有三座佛像，有十八罗汉’，等等。”⑤ 至于该寺何时为景教的寺
院，穆尔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日本学者佐伯好郎对此也提出一些猜测，如果辽碑碑记
中提到的古幢⑥即为元碑中提到的拥有“十字”，并闪闪发光的石幢，那么说明，古幢上最晚辽
代便已经有十字架了。另外，他还提到一种可能，就是唐代会昌五年武宗灭佛的时候，景教也受
到牵连，致使景教徒几乎消灭殆尽，有些景教徒逃到幽州这个地方，并进一步向塞外扩展，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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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还延续着景教的存在。① 当然佐伯好郎认为对此，没有足够的证据加以说明。②

徐苹芳研究员认为，在辽代崇圣院这一佛教寺院颓废之后到元代至正十八年之前，这段时间
极有可能有也里可温的活动，从发现这些精美的也里可温石刻来说，这里作为十字寺的可能性也
很大。在元碑中提到的僧人净善虽是佛教的僧人，但根据碑文所载，目睹了神人的现身，以及十
字发光的神迹后，晋谒帖木儿不花、庆童、赵伯颜不花这些权贵后，得到资助，重修了佛教寺
院，而且比辽代规模略大，但因为募款依托的是十字发光的神话，且这些权贵多为蒙古人、色目
人，祖代有着也里可温的信仰，所以新建的佛寺被皇帝称为 “十字寺”，敕赐的碑额上还保留有
十字，且在建筑中保留有一些景教的特征。汤更生虽然质疑两块碑文的真实性，但从出土的文物
出发，她并不否认十字寺作为基督教寺院在元代的存在，但同时不能否认的是在明朝嘉靖年间这
里已经成为佛教寺院，之所以明人 “托伪”的原因便在于佛教崇拜古刹，重修庙宇时必然追根
溯源。“从朱元璋禁基督教到嘉靖年间，两百年过去了，古寺遗迹保存下来，‘十字寺’之名也
流传下来。而叙利亚文石刻和元碑额醒目的十字架标志没被毁除，可能是后人奉守古物有灵，不
可擅动的规矩，以至把佛教寺院与 ‘十字寺’合二为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做得有根有据，
取信于民，明人依据传闻，假托古人撰记。”③

三、对于上述问题的解析及猜测

在以上对于十字寺的介绍，对于碑文内容的质疑，及对十字寺历史的研究解析的基础上，本
文尝试缕析出有关十字寺身份的几种可能:

( 一) 晋唐为佛寺，辽代加以修缮，元初改为十字寺，元末复为佛寺。
这种猜测符合十字寺出土文物及碑记所载内容，为学界大部分学者所认可。寺院如辽碑背面

题记所载，由僧人惠静建于东晋建武元年，唐朝贞观十二年戊戌岁僧人义端对寺院加以修缮。晋
唐时期，寺院的名称无法考证，到了辽代该寺名崇圣院，从辽碑中扩建后的格局来看为一佛寺，
扩建过程可参考辽碑内容，辽代扩建寺院之举可以预见。因为契丹的皇帝多崇奉佛教，《辽史》
第四十卷地理志四云: “南京析津府，本古冀州之地。……东北偶有燕角楼。坊市、廨舍、寺
观，盖不胜书。”④

辽代所扩建的佛寺历经四百年沧桑变化，到了元朝初年，已经破败，恰逢元朝初年，聂斯托
里派信徒势力发展迅速，如上所述，也里可温的掌教司甚至一度达到七十二所，于是景教便在这
一佛教废墟上重建一也里可温十字寺，这一建设过程似乎可以目前存放于南京博物院和首都博物
馆的两方石刻作为依据，因为两方石刻上有明显的景教十字架符号，这在一个佛教寺院的建筑构
建中是无法发现的。另外石刻上的雕花风格，据徐苹芳研究员分析，流行于宋金时期，因此可断
代为金或元初。⑤ 十字寺作为景教寺院在元初兴建的可能性很大，寺院兴建之后经过近百年的历
史，建筑已经颓败，而且随着当地也里可温势力的下降，这个寺院又重新为佛教僧人所使用，但
寺内也里可温教的若干特征仍很明显，这时恰好有位佛教僧侣经过此处，和主持谈到了这段历
史，于是回到京都城内后，向各位朝廷要员编造了那段神人显现及十字发光的神迹，各位要员本
身对也里可温及其寺院并不陌生，也知道这个景教寺院的历史，因而都说 “应验古刹事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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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捐己资”，最后重新修建了这座寺院，但由于是佛教徒在使用，建造的仍然是佛教的寺院，
唯一和景教相关的是保留了十字寺的若干特征，并让皇帝赐给了 “十字寺”这个名号，及带有
十字标志的碑刻一座，之后该寺直到民国时期，始终为一佛教寺院。至于元代景教寺院如何变为
佛教寺院，陈垣在《元也里可温教考》中曾经列举过元末镇江十字寺的前身为佛教寺院，后重
归于佛教的例子。① 至元十六年 ( 1280 年) ，镇江本路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斯曾在金山地建云山
寺、聚明寺两座十字寺，但在至大四年 ( 1312 年) 元仁宗崇拜佛教，于是将十字寺改为佛教金
山下院，集贤学士赵孟頫曾奉命撰写碑文记录此事，碑文略曰: 金山地外道也里可温，依势修盖
十字寺，既除拆所塑，其重作佛像，绘画寺壁，永以为金山下院。同时提到 “也里可温子子孙
孙勿争，争者坐罪以重论。”②

( 二) 唐代为景教寺院，之后改为佛教寺院，辽元加以重修，期间曾一度恢复为景教。
这种看法在英国学者阿·克·穆尔及日本学者佐伯好郎的著作中，均有所提及，穆尔虽曾对

此加以联想，但持怀疑态度，比如在谈到十字寺在辽代的称谓——— “崇圣院”的时候，他认为
这个名字与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 1625 － 1907 年所在的寺院的名字一致，这个巧合虽
然“很有意思，但可能是不重要的。”③ 同时，他认为虽然在方形石刻上的叙利亚文属于古体，
但不排除是 13 世纪的可能。④ 他认为北京在 13 世纪之前便存在有景教的证据并不充分。与此对
应，佐伯好郎认为该寺唐代为景教寺院是有可能的。唐武宗灭佛过程中景教受到牵连，于是景教
徒便从长安地区逃到了幽州和辽东一代，在此建寺，但他承认这没什么依据，只能是猜测。⑤笔
者认为该寺为唐代景教寺院的猜测有以下几点依据: 1、寺内两碑中，均提到一座幢，辽碑中记
载僧人惠诚的眼中 “殿宇颓废，古迹犹存，石幢一座”，而元代大兴僧人净善却见到该寺 “有
碑、幢两座”，而且在神人“言毕遂隐”后，“复见古幢十字，重重发光。”如果这个碑和幢是指
辽碑和辽碑中所载之幢，那么可以推测残破的晋唐寺院的古幢上已经有十字存在，这在某种程度
上说明了这一佛教寺院似乎是早在辽代之前，便为一景教寺院，辽代之前景教在中国存在，最大
的可能当然要算唐朝。《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记载景教入土中原及其“法流十道”、“寺满百
城”的状况，当时幽州地区拥有景教寺院并非不可能。2、公元 845 年，唐武宗颁布 《毁佛寺
制》后，“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景教等外来宗教亦受到牵连，据 《唐会要》卷四十
七中记载: “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⑥ 而不愿改变信仰的景教僧侣此时
便避难到边境之地。在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有座神秘的古刹叫神坡庵，原名灵宝寺。前些年公诸
于世的一篇手抄《灵宝寺记》碑文揭开了神坡庵之秘，碑文记载，该庵由来自长安法号先觉的
波斯僧后裔于唐武宗会昌六年始建。碑称先觉等人系大秦穆护袄僧之裔，在佛法遭劫中逃离长
安，在此“建寺慕化，垦田拾石有余，奉济寺资”，不能排除这里的先觉为景教徒，碑文中所记
大秦僧即景教徒的别称。⑦ 唐代的幽州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汉、突厥、契丹、奚、靺鞨、回纥
等各族人民都生活和劳动于此，而且该地也是中原通往塞外及辽东的交通要道，景教僧侣在此建
寺，或唐末景教徒逃往此地隐居，都是有可能的。3、元碑记中提到的 “备言定中现神发光，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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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古刹事迹”一语似乎说明有关这座古寺有很多关于神人现身，或十字之传说，这些传说并不
排除与古代景教故事流传有关，这在某种侧面似乎印证了景教与佛教在此寺历史中的密切关系及
景教寺院消亡后，佛教取而代之的过程。4、唐时幽州属辽南京道，该道境内发现的李仲宣 《佑
唐寺创建讲堂碑》中有记载“德人者，即寺主大德，乃当寺之景派也。厥本惟裔，其神不测”
的字句，该碑立于统和五年 ( 987) ，其中“景派”、“裔”、“神”等说法均让人产生与 “景教”
相关的联想。从以上看法出发，我们似乎推测房山的十字寺似乎是唐朝时期的景教寺院，而随着
景教衰落，而逐渐落败，最终由佛教寺院所取代，正如两通碑记所记，这一寺院在辽代加以扩
建。随着元代初年景教的崛起，景教僧人遂利用古代传说对元代也里可温寺院加以重建，但后来
时日不多，不过百年，重新沦为佛寺，后在元末重修。

( 三) 大蒙古国时期曾经作为景教寺院
在众多可能性中，有一种可能性学界较少提及，即该十字寺为大蒙古国期间所建。金代的统

治者信奉萨满及佛、道教，较少有证据表明，在它的都城中都 ( 今北京) 有景教场所存在的痕
迹。① 虽然有学者猜测该十字寺与金陵之间的关系，并将传说中海陵王完颜亮被神鹿引领到的九
龙山龙城寺与十字寺结合起来，事实上两座寺院虽然只有两三公里的距离，但肯定不是一座，因
为传说中金陵就是建在拆毁的龙城寺上。但在金代中都地区存在一些景教徒是有可能的，辽金时
代，一些景教徒因经商等原因，举家搬迁到中国，元代著名文人马祖常便出自基督徒世家，他的
先祖和禄宩斯于辽道宗年间来到中国，“道宗官之，不就，遂家临洮。二世始仕辽为马步军指挥
使。三世当宣、政之季，被金兵虏至辽东，……四世即习里吉思马庆祥，始仕金为凤翔兵马判
官，迁浚都，遂为汴人。”② 类似于马祖常家族，在辽金时期当有一批景教徒定居于燕京、中都
一代，但可以想见，他们的信仰在此时尚为个人行为，没有政治的支持，亦没有大规模的信众基
础，建立景教寺院的可能性不大。

在 1215 年蒙古军攻下金中都后，景教徒在此建立寺院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如前所述，徐苹
芳认为在十字寺中出土的石刻构件上的盆花雕刻具有明显的宋金风格，他推断该石刻可能为元初
的作品。既然如此，该石刻产生于 1215 年金代中都被攻克到 1271 年忽必烈建国号元期间的可能
性会更大，这段时期可以称为大蒙古国时期，当时蒙古统治者复称中都为燕京，之后经历了窝阔
台、贵由、蒙哥、忽必烈等多位蒙古皇帝的统治。在此期间，信奉聂斯脱利派基督教的各个派别
均来到燕京，他们建立景教寺院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早在 11 － 12 世纪，处于中国北部边境地
区的一些少数民族，比如汪古部等便皈依了景教，之后向内地传播，据伯希和考证在辽金时期，
整批整批的基督徒家庭住在从甘肃到南满的地带，有些人家甚至汉化了。1225 年左右出生于燕
京地区的巴·扫马，便来自于畏兀儿景教家庭，他的父亲便是该地区的教会巡察使。到了 1275
年，北京已经有一位景教常驻的大主教。所以，无论之前十字寺是否为景教寺院，在元朝建立之
前这段时间，这里成为景教寺院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四、余 论

在提到以上几种可能性后，有一个问题还是不能回避，该寺曾经作为景教场所，这几乎成为
共识，但为什么在寺院内存在的碑记中，对于这段历史无任何提及，是原碑文中根本没有? 还是
明代重立碑者有意隐瞒? 抑或其他原因，本文试图作一推断:

在英国学者穆尔及陈述先生、汤更生等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断定两块碑记中的一些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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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为明朝僧侣所添加，甚至是重新编造的。虽然在元碑的背面有着 “抄写前文，磨洗镌□□贤
观视以为明鉴者矣”的声明，但种种证据表明，现存碑文并非照抄前文，而是经过后代人的篡
改、发挥，除了上述各学者所列证据外，我们可以发现虽然辽碑和元碑的撰写者分别为 “朝奉
郎守司农少卿范阳郡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绯鱼袋王鸣凤撰”、“翰林院讲学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
国史经筵黄溍撰”，但从两碑通篇结构看，出自一人之手的可能性很大。开始部分介绍佛教教义
及传播简史，接下来均提及辽僧惠诚、元僧净善经过此地，见到该寺“殿宇颓废”( 辽碑) 、“兵
火焚荡，僧难居止” ( 元碑) ，于是 “乃发心募化众缘” ( 辽碑) 、“敬发誓言，愿成精蓝” ( 元
碑) 。在筹得善款后，都修建了格局相似的佛寺。建寺之后，两碑均不忘 “上祝皇王巩固，帝道
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今创殿宇一新，金碧灿烂，山门廓庑，俱已克备。厥此真石，永为
千古之丛林，万代之不磨者矣” ( 辽碑) 、“上祝皇王寿延万岁，祈宫掖千载安康，四夷拱手归
降，八方黎庶乐业，永为万代龟鉴者矣” ( 元碑) 。在吉日立碑之后，提名均为住持惠诚同徒及
徒孙若干。在行文中亦有众多几乎相近的表述，比如辽碑中 “时有范阳僧人惠诚，俗姓张，母
孙氏。卯岁礼惠华寺玉藏主为师，授以天台止观”与元碑中的 “时有僧净善，原系大兴县巨族
名家，俗姓范， ×年祝发，礼昊天寺禧讲主为师，誓修禅观”之间颇多雷同; 又比如说到大殿
的结构时，辽碑提到“应历八年甲戌八月中秋，营理大殿三间，中塑释迦牟尼佛，左大智文殊
师利菩萨，右大行普贤菩萨，两壁悬山应真一十八尊罗汉，东西伽蓝、祖师两堂，两廊僧舍两
楹，钟鼓两楼”，元碑提到“至正二十三年 ×卯岁，起立大殿五间，中塑三净身佛、十八罗汉，
壁绘二十诸天。四王殿宇，东西伽蓝、祖师二堂，钟鼓两楼，两楹僧舍庖厨。据此，本文认为两
碑碑文极有可能出自一人之手，而非来自相差四百年的两个朝代的人。另外，在碑文中也存在其
他混乱现象。在元碑正面的功德主中有“锦衣卫高荣 × ×左氏、男高儒夫人张氏”，锦衣卫无疑
为明朝官署名。而高儒，字子醇，为涿州人，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的藏书家，于嘉靖年间作
《百川书志》。同时两块石碑的正面虽有不同的镌刻人段得聪 ( 辽) 、寧永福 ( 元) ，但实际上多
为明代镌石匠张宝所刻，只是在两碑正面碑文中的一些字体有些不同，尤其以捺为显著，但有可
能是张宝之“孙匠”所刻。

明代的撰文者为什么如此“伪造”，原因可能是无法辨识原碑文内容，而加以臆想; 也有可
能是汤更生所分析的佛寺“崇拜古刹”的倾向所致，本文认为更有可能的原因是重立碑者故意
回避这座寺院所拥有的和景教相连的历史。元碑中提到的闪闪发光的十字、显现的圣人及碑额上
的十字架不得不让人推测在原碑被 “磨洗”之前，可能会有关于景教寺院的内容，而对此明朝
撰写碑文者只能避而不谈。其中原因并不复杂，随着元朝的灭亡，十字寺受到冲击，明朝对外施
行闭关锁国政策，而对内实行民族同化政策，不准色目人自相嫁娶，禁胡服胡语，色目人中的基
督教徒，拜火教徒，摩尼教徒等等都被汉化。在此氛围中，撰写碑文者有意回避十字寺的景教历
史是可以理解的，明朝政府对于景教的取缔，让这座拥有景教历史的佛教寺院也不得不通过重撰
佛教化的碑记来逃避遭受迫害的命运。甚至人们也可大胆推测，这里在明代之前始终是一座景教
寺院，只是明初对于景教的取缔，让其中的景教僧人不得不隐匿自己的信仰，并在重立的碑文中
大做文章，将其历史佛教化，以至于后来真的演化为佛教寺院①，而有关景教的内容也只剩下了
一些传说及在石刻及碑刻上的十字架。房山十字寺在唐、辽、元、明各朝代到底有无存在，其存
在面貌到底如何，这些问题还有待更多的史料及更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加以分析、考证。

( 责任编辑: 袁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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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石明培: 《略论景教在中国的活动与北京的景教遗迹》，载《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第 14 卷第 1 期，
第 92页。


